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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石　 硕

　 　 摘　 要：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民族融合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

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 “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胡人”大举入据背景

下，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故“中华”乃胡汉互动的产物。
但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不仅成为唐朝的别称，也成为中国名号。 这意味着当初为与“胡人”
相区分而产生的“中华”称谓及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成为胡汉融合体的一个统称。 “中华”始于胡汉

区分，却终于胡汉的融合，胡汉融合正是认识“中华”概念的起点。 “中华”是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中华”之
“华”具有以“衣冠礼乐”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使“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 这是后来

“中华”所指称的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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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大规模、长时段的民族融合过程。 一个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一个是

宋、辽、金至元明。 这两个民族融合过程均以分裂与统一交替的模式进行。 导致分裂的原因是民族之

间的剧烈冲突与对抗，经过长期冲突、对抗，各民族之间逐渐磨合、适应并相互吸纳，联系日趋紧密，形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又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所以，经过长期分裂又逐渐走向统一。 在

统一时期，各民族及其文化以和平方式进一步交融、整合，并最终在心理和意识上熔铸为一个整体，民
族融合的成果通过比较安定的统一时期而日臻成熟、巩固。 这大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特

点和一般规律。① 过去，我们多习惯于把历史上的分裂时期看作民族融合阶段，把统一时期看作民族

融合的结束，这一认识显然存在偏差。 事实上，从分裂到统一才是民族融合的完整历史过程。 从此观

点看，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 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

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 从当时社会背景看，“中华”一词既是民族

冲突、对抗的产物，也是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标识。 尤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 ４００ 余年

中，“中华”含义有一个明显嬗变，这就是从区分胡汉，到包容胡汉，到唐代开始成为唐朝的别称乃至

中国名号。 那么，“中华”词义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嬗变？ 它与该时期民族融合之间存在怎样的对应关

系？ 这些问题对深入认识“中华”的内涵、特点及其在后世的传承、发展并在近代最终成为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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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现象，日本学者川本芳昭亦指出：“通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存在这么一个规律，即政治上错综混乱时期与
比较安定的时期以巨大的周期交互更替。 例如，在各国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便是缔造了中早期统一国家的
秦汉帝国时期，随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分裂混乱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继而又迎来了隋唐帝国绚烂的大统一时期。”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两晋南北朝》，余晓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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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一个名号均至为关键。 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从源头上厘清“中华”一词

的产生背景、文化意涵及其同民族融合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脉络和我

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特点无疑大有裨益。 为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讨论。

一、 从“中华”一词的使用看其性质与背景

王树民在《中华名号溯源》中依据《晋书·天文志》所录魏晋太史令陈卓《天文经星·中宫》的记

载，提出“中华”一词的使用首先是在天文方面。 但同时指出：“‘中华’名号通行以后，因言者的出发

点不同，所表达之意或有出入。”①本文要讨论是其“通行以后”在社会领域及人们之日常话语中“中
华”一词的含义。 有一个事实甚明显，“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 这些史籍

有《晋书》《十六国春秋》《宋书》《南齐书》《周书》《魏书》《昭明文选》《北史》《南史》等，它们或是两

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籍，或为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但却成书于唐初的史籍。 而在此之前史籍中，目
前尚未发现“中华”一词。 据此基本可以断定，“中华”一词是产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领域和人们日常话语中，“中华”一词的最初语义是什么？ 它是在怎样的社

会背景下被使用？ 对此，首先需要了解当时人们是怎样使用“中华”一词的。 《晋书·桓温传》记有东

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②桓温为东晋时率军北伐的著

名将领，从“中华荡覆……权幸扬越”的语境看，“扬越”尚不在“中华”范围。 故桓温所言“中华”，乃
指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 桓温在《荐谯元彦表》中亦云：“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乔迁之

望。”③亦言胡人占据中原地区，故称“中华有顾瞻之哀”。 东晋时朝臣刘弘上表云：“今边陲无备豫之

储，中华有杼轴之困。”④《晋书·陈 传》记东晋朝臣陈 云：“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

取才失所。”⑤这里，陈 所言“中华”倾弊，指因胡人大举入据所致中原地区的丢失，并非指晋室王统

的终结。 《宋书》记晋室南渡后，史臣言及东汉张衡所造浑天仪时曾慨叹道：“（张）衡所造浑仪，传至

魏、晋，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⑥“中华覆败，沉没戎虏”一语，清楚表明“中华”
是指时已“沉没戎虏”中原地区。 刘宋清河人李辽上表曰：“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

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⑦这里的“中华”，同样指中原地域。
以上话语均出自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东晋、南朝朝臣及士人之口，可见在当时东晋、南朝朝臣及士

人中，“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有顾瞻之哀”“中华荡覆”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 他们所言的“中
华”，大致包含两个语义：其一，“中华”指晋室南渡以前的广大中原地域；其二，“中华”是相对于“强
胡”“戎虏”而言。 其实，当时中原地域仍然存在，只因被胡族占据，故有“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
华荡覆”之慨叹。 从此语境看，“中华”与“强胡”“戎虏”的界线乃泾渭分明。

类似含义的“中华”表述，在当时未南迁的中原士人中也同样存在。 《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

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士人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

中华，非吾叛也。 民既无主，强则附之（一作强则托命）。’”⑧贾坚把永嘉南渡称作“晋自弃中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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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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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春秋》卷三二《前燕录十·贾坚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



语义看，所言“中华”同样指中原地域。 这说明把中原地域称作“中华”不单是当时东晋、南朝士人的

话语，滞留中原、未南迁的原西晋朝臣，同样用“中华”指称原晋朝治下的中原地域，把晋室南迁、中原

士人的渡称作“晋自弃中华”。
永嘉南渡后，“中华”还出现了另一个语义，这就是将原晋朝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

“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中华朝士”。 《晋书·陶侃传》：“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

掾属。”①这里的“中华人士”系指中原士人。 “中华士人”称谓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永嘉南渡后滞留

中原并参与北方政权的原西晋朝臣、士人，同样被称作“中华之士”。 后燕鲜卑将领慕容镇因不满慕

容超未听从其建议，忿然对中原士人韩 言：“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
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②刘宋时中原士人杜骥因为系晚渡北人不受重用，
对宋太祖刘裕道：“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 直以南度不早，
便以荒伧赐隔。”③《北史·高昂传》：“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 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语，
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④

综上，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晋朝统治下

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用以称谓原晋朝的朝臣和中原士人。 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

是南迁或未南迁的原晋室的朝臣和中原士人。 从上述三点看，当时“中华”一词的含义主要同西晋王

朝相关。 西晋丢失的中原地域和原西晋朝臣、中原士人均被冠以“中华”称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使
用“中华”一词的人也多是南迁或未曾南迁的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 如果说，“朝臣”是代表政治，“中
原士人”更多代表文化，⑤那么，“中华”的基本含义则是指称原西晋王朝的地域、政治与文化。 王树

民亦云：“‘中华’名号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 这一点为其他

各名号所不及。”⑥从这一基本涵义，可大体明了“中华”一词的性质及产生背景。 很显然“中华”一词

的使用与流行主要应在永嘉之乱导致的西晋灭亡和晋室南迁之际。 否则西晋朝臣及中原士人中不太

可能出现以“中华”来指称中原地域即“中华湮没”“中华荡覆”这样的话语。 事实上，很多事物是在

逝去或即将逝去之际，才唤起人们的无限感叹、眷念与伤感。 以此判断，产生“中华”一词的社会背

景，应当正是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 换言之，“中华”一词的出现与使用，从根本上说应是

“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在“胡人”大举进入中原地域的背景下，中原方面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简约、明晰的自我称谓，来把

原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域及以该地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传统同胡人及其文化相区分，其道理

即《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⑦ 也就是说，“胡人”作为“他者”的大规模进入，进一步激发了“我者”
即中原士人的自我意识，这样，中原方面客观上即需要有一个既包含自我意识与文化认同又能高度概

括自身特质的名号，来作为与“胡人”相区别的标识。 这是“中华”一词应时而生的文化机制。 从前面

所引中原朝臣、士人所言“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等话语中，“中华”与“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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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第 １７６８ 页。
《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纪》，第 ３１８２ 页。
《宋书》卷六五《杜骥传》，第 １７２１ 页。 “荒伧”是当时南人对北人的俗称，东晋中期过江的北人被视为“晚渡北
人”，亦被“早渡北人”称作“荒伧”。
《北史》卷三一《高昂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１４７ 页。
其实两者之间很难明确、清晰地划分。 但“中华”一词包含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则毋庸置疑。 明人王夫之曾
将“中华正统”的内涵概括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所谓“帝王之统”即“政统”，指政治；所谓“儒者之统”即“道
统”，指文化。 所以，当时所使用的“中华”“衣冠”等概念，其实质涵义均是永嘉之乱以前以中原地域为中心延续
已久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１２１ 页。
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
《庄子·齐物篇》，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５５ 页。



“戎虏”相对应，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出“中华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这一激愤悲切之慨叹者，主要是晋

室南迁的朝臣、中原士人，他们是原晋朝江山社稷的代表，是“中华覆败”“中华荡覆”后果的直接承受

者，也是晋室南迁之政治、文化大变局中最感痛苦的阶层。 从这一特点看，“中华”一词的产生，最初

很可能是出自晋室南渡之大变局中的官员朝臣、中原士人与世家豪族，即所谓“衣冠人士”。 在永嘉

之乱中，西晋王室、朝臣以及大量中原衣冠盛族被迫仓皇南迁。 对他们而言，与南迁路途的颠沛流离

与劳顿相比，更为复杂和难以言说的是南迁带来的文化痛苦、挫败感和离开故土的深切伤感。 胡族大

举入据中原地域所导致的晋室南渡和中原的沦丧，让他们痛彻心扉并无限伤感，这是他们发出“中华

湮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这一悲愤慨叹的原因。 从此背景看，南迁并代表着晋朝政治与文化的

朝臣、士人与世家豪族不但可能是“中华”一词的发明者，而且这个词汇也饱含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

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的无限感伤与眷念。
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胡族大举入据中原所导致的晋室

南迁这一政治、文化大变局的产物，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

同胡族及其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 所以，促成“中华”这一概念产生、使用与流行的真

正背景应是华夷之间的互动与区分。 从东晋南朝的朝臣和中华士人将胡族入据中原称作“中华湮

没”“中华覆败”“中华荡覆”来看，“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不但显而易见，而且颇为刚

性。 前燕出使东晋的使臣刘翔云：“刘、石构乱，长江以北，翦为戎薮，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

臂挥戈，摧破凶逆者也。”①以“戎薮”与“中华公卿”相对应，可见，当时“中华”一词的重要功能和涵义

正是用于区分华夷界线。

二、唐代“中华”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的广泛使用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经历东晋南北朝近 ４００ 年分裂局面，南北重归于统一之后，“中华”涵义却

发生了根本变化。 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开始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也成

为中国的名号。
首先，在唐人的话语中，开始普遍以“中华”来指称唐朝。 如唐中叶僧人澄观（７３８—８３９）所撰《华

严大疏钞》：“谓葱岭之东，地方数千里，曰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②这清楚表明，在唐人语境

中唐朝被称作“中华之国”。
在记载与周边各政权的交往中，唐人的话语普遍以“中华”来代指唐朝。 贞观十五年（６４１），李道

宗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渐慕华风”。③ 可见“华”已作为唐朝的代称。
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④“逼近

中华”，意指逼近唐朝直辖的疆域。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征伐高丽时云：“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逆其

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翦遐秽，无以惩肃中华。”⑤唐人樊

绰深入今云南考察，曾记载南诏云：“大历四年，阁罗凤卒。 伽异长男异牟寻继立，生寻梦凑，一名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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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九六《晋纪十八》，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第 ３１３７ 页。
澄观：《华严大疏钞》卷七七，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８７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５６ 页。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５２２１—５２２２ 页。
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３２６ 页。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二《太宗文皇帝伐辽手诏一首》，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１７ 页。



劝。 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①所谓“隔绝中华”，系指南诏与唐朝隔

绝，其以“中华”代指唐朝的语义甚明。 杜佑《通典》：“高昌者，他人手足。 岂得麋费中华，以事无

用。”②把唐朝对西域高昌的支持称作“麋费中华”，也以“中华”指称唐朝。 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新罗

国王兴光卒，唐玄宗遣左赞善大夫邢 前往吊祭，行前玄宗对邢 言：“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

记，有类中华。”③“有类中华”即有类唐朝，这表明在唐玄宗的心目中同样是以“中华”自诩。
另外，在与外国进行对应时（下面的例子有些是小说，有些是道经，并非直接与外国发生关系），

也普遍称唐朝为“中华”。 唐人朱景玄所撰《唐朝名画录》：“尉迟乙僧者，吐火罗国人。 贞观初，其国

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④张读撰《宣室

志》：“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
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⑤《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何必外国之物胜

于中华乎？”⑥张志和撰《玄真子》：“ 氏自东方来，狻麑氏自西域至，遇于中华之野…… 氏摩距

厉吻以觜戏闻，狻麑氏奋毛掉尾以喉鸣震中华。”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的法律条文中，同样以“中华”来代指唐朝。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

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⑧贞观时宰相

长孙无忌（其妹为唐太宗长孙皇后）领衔修定唐律，并作《唐律疏议》３０ 卷，对唐律条款进行详细解释。
可见在贞观时期已把“中华”作为对唐朝的称谓写入法律条款，这反映李唐统治集团心目中以唐朝为“中
华”的意识在唐初已甚为强烈。 把“中华”作为唐朝的称谓正式写入法律条款，一方面表明以“中华”称
谓唐朝的说法在唐初已很普遍，同时此举对“中华”一词在唐朝的流行和推广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唐朝以“中华”自诩，还充分体现于唐太宗有关“中华”与“夷狄”的一段论述：“朕践阼以来，正直

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⑨

唐太宗这一番话，显然是以“中华皇帝”身份与立场来说的。 贞观时唐朝处于向外开拓的全盛

期，在周边各邻近诸部中声威显赫，时“西北诸蕃咸请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I0这是唐太宗出

此夸矜之言的背景。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李唐统治集团承袭“北方胡统”的关陇集团为核心，
他们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胡族上层集团的代表。�I1 入唐以后，以唐朝皇帝为代

表的李唐统治集团竭力以“中华”自诩和自居，一方面表明其对“中华”的主动接纳与认可，�I2另一方

面也有藉此淡化和模糊李唐统治集团之胡族身份的意图。 有唐一代，“中华”一词的普遍流行，特别

是被作为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恐与此背景即李唐王室的主动提倡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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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绰《蛮书》卷三《六诏第三》。 见向达：《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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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读：《宣室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４ 页。
韩吉绍校释：《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７ 页。
张志和：《玄真子》卷二，见司马承祯等撰，王云五主编：《天隐子·玄真子·无能子》（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９—２０ 页。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６ 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４４６ 页。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 ３９ 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９ 页；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８１—３０９ 页。
唐朝流行唐承隋、隋承北周，北周承北魏（西魏）的“北朝正统论”，与李唐集团“北方胡统”之背景相吻合。 刘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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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表述的“华夷观”虽不排除存在个人胸襟及思想开明的因素，但这种全新的“华夷观”归根

到底却是时代的产物，是两晋南北朝以来胡汉大规模融合的一个结果。 可以认为，胡汉融合因唐朝的

大一统而日益呈现出一种包容胡、汉和华夷不分的全新时代气象。 这种全新时代气象，很大程度正体

现于“中华”一词当时作为中国名号与唐朝别称的广泛使用。

三、“中华”概念的特点与内涵

毫无疑问，“中华”成为唐朝的代称，尤其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

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① 这意味着，在唐朝大一统的恢宏时代气象之下，延续数百年的胡、
汉分野和胡、汉界线已逐渐模糊、消弭，同时也标志西晋末年以来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建立政权并导

致数百年南北分裂格局的胡族已融入“中华”。
前已指出，“中华”一词乃因胡而起，是胡汉互动的产物，也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地区的政治与文

化传统同“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词语。 但是，到了唐代，“中华”的内涵显然已经发生根本变

化———在经历 ４００ 余年的民族互动、文化交融与政治整合之后，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一个原本为区别胡汉而产生的词语，为何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一称谓？

一般以为，“中华”是由“中”和“华”两个概念组合而成。 “中”是“中国”之意，这一点无疑义；但
对“中华”之“华”的含义，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华夏”，认为所谓“中华”一词，即“中国华夏”之意。
事实上，从当时人们使用“中华”一词的语境看，这种理解不但流于简单、片面，且存在明显的偏差，并
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言“中华”一词的本意。 那么，“中华”的“华”究竟是何义涵？

有一现象很值得注意，东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中华朝臣”“中华之士”等称谓出现的同时，还出

现一个与之相类的称谓，即“衣冠之士”。 “衣冠之士”与“中华士人”的含义完全相同，均指中原士人。
所不同的是，二者在使用地域上略有差异，“衣冠之士”多为北方地域对中原士人的称谓，而“中华士人”
的使用则不限南北。 “衣冠之士”这一称谓，正是入唐以后唐人将永嘉之乱中原朝臣、士人与世家豪族的

南迁称作“衣冠南渡”的缘起。② 那么，在胡族入据中原和晋室南迁这一政治、文化的大变局下，在“中
华”和“中华士人”等称谓出现的同时，为何同时出现“衣冠之士”的称谓？ “衣冠”的含义是什么？ “衣冠

之士”与“中华士人”有何关联？ 这些问题直接关涉我们对“中华”一词中“华”之内涵的理解与认识。
“华”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金文，本意是“花”。③ 《诗·小雅》有“常棣之华”“裳裳者华”，故“花”均

作“华”。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开花谓之华，与花朵之华微别。”④换言之，盛开的花曰“华”。
故“华”的本意是指花开之美与繁盛。 由此意引申，“华”也特指礼服、官服上所绣图案纹饰。 《尔雅》
卷三：“衮，黻也。 文，华皇也。”⑤汉代孔安国《尚书·武成》注曰：“冕服采章曰华。”⑥由光华、鲜美之

义引申于文化，“华”遂有以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之高的含义。 这正是以“衣冠”来称呼“中华士人”之缘

由。 陈连开已注意到“衣冠”与“中华”一词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中华’用于人事、文化、民族，最初大

概因‘衣冠华族’而发生，扩而大之，指‘礼乐冠带’这种中原传统文化和具备传统文化的人。”⑦这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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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倩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大陆杂志》第 ３１ 卷第 １ 期，第 １７—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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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锡华译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７６ 页。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１３ 页。
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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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地的判断。 倘“中华”一词确因“衣冠华族”而发生，那么，“衣冠”即是对“中华”的一个象征性表

述，具有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的涵义。 这同国学大师章太炎将“中华”一词释为“以为

华美，以为文明”的含义完全吻合。①

两晋南北朝时期，“衣冠之士”与“中华士人”的含义完全相同，均指称中原士人这一事实，充分显

示“衣冠”具有象征中原政治、文化之喻义，而“衣冠之士”正是用“服章之美”来喻指中原地区具有政

治身份的朝臣和具有文化身份的士人。 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中，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

之高，正是“中华”之“华”的真正内涵。
这一点，从当时“衣冠”的记载多与“礼仪”相关可得到证实。 《洛阳伽蓝记》记有梁人陈庆之对

北魏迁都后洛阳的一段描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昨至洛阳，
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之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

山者卑培楼，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
衣博带，被及秣陵。”②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之盛，人物殷阜”来描写洛阳的景象，且陈庆之反

梁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可见当时南北所谓“华风”，很大

程度正是由“衣冠礼仪”“褒衣博带”来体现。 北齐高祖高欢在与大臣杜弼的对话中亦云：“江东复有

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
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③可见，当时南北对“正朔”与“中原士大夫”的争夺，焦点正集

中于“衣冠礼乐”。 《唐律释文》对唐律中“中华”的诠释尤值得重视：“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
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④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解释“中华”为何是

“中国”，原因是“亲被王教，自属中国”。 二是诠释“中华”的含义：“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
故谓中华。”该书作者此山贳冶子虽为南宋人，但诠释的是唐代“中华”含义。 此诠释充分表明，“中
华”的内涵实与“衣冠”“孝悌”“礼乐”相关。 如果说“中国”一词是代表“帝王之统”，即“亲被王教，
自属中国”；那么，“中华”则是“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是文化与文明的涵义。

综上所述，“中华”的真正内涵是“衣冠礼乐”，是由“衣冠”所代表和象征的礼义、文化与文明。
故“中华”非“华夏”之“华”，“华”实是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是“以为华美，以为文明”
的含义。 这一特点和内涵，无疑赋予了“中华”概念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 “中华”不是一个民族或

族别称谓，其时与“中华”相并行的尚有“汉人”“汉儿”“胡人”“鲜卑”等族别称谓。⑤ 因此相对于民

族称谓而言，“中华”是一个包含地域、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及具有这些因素的人的广义文化概念，
它具有较为宽泛、有包容度、边界开放且模糊等特点。 正因为“中华”一词的边界开放且模糊，不对胡

族设限，胡族对其亦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 魏太祖拓跋珪在宣布改“代”为“魏”的诏书称：“天下分

裂，诸华乏主。 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⑥孝文帝在谈到迁都理由时，称平城“移
风易俗，信为甚难”。 ⑦这些记载说明，北魏统治者认为自己与中原之间主要是习俗差异。 因“诸华乏

主”，只要“抚之在德”，“移风易俗”，即能赢取天下。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

正音”，⑧以华语为“正音”，北魏皇帝自称“北人”、称鲜卑语为“北语”，均意在强调鲜卑与中原之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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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见《章太炎全集》第 ４ 册（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５８ 页。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１９ 页。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４３７ 页。
此山贳冶子撰，王元亮重编：《唐律释文》（故《唐律疏议》日本文化三年东京御书物所刻本）卷三，见杨一凡编：
《中国律学文献》第 ２ 辑第 １ 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４７ 页。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６ 期。
《魏书》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３２—３３ 页。
《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第 ４６４ 页。
《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第 ５３６ 页。



是地域差异。 此外，北魏两次厘定五德行次，第一次确定“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①第二次将土

德历运改为继承西晋之金德而为水德，自视为西晋王统的直接继承者。② 这些事实均表明，北方胡族

在主观上对“中华”并不抵触与排斥。 孝文帝迁都时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

原”，③此语中的“中华”意识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

称”，④均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 北周闵帝二年（５５７）还在关中地区（今陕西省富平县）设
置了“中华郡”。⑤ 这都说明北方胡族在主观上对“中华”不仅不抵触、不排斥，且显然以“中华”自居。

文化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附着于人并通过人的活动来发生作用。 这一时期北方胡族逐渐融入

“中华”，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中间媒介———即代表着中华“衣冠礼乐”的“中华士人”“衣冠士人”。 胡

族统治者对“中华”的认同和不断趋向“中华”，正体现于对“中华士人”“衣冠士人”的倚重并通过他

们来得以实现。 钱穆先生将胡人接受中原文化总结为两点：“诸胡杂居内地，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
此其一。 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此其二。”⑥第一点为胡族进入中原之背景，但晋

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 史籍中胡族统治者

不遗余力网络、寻求衣冠士人的记载比比皆是。 无论十六国，还是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

华衣冠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为胡族统治者所依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⑦事实上，中原衣冠士人在

北方政权中往往起着决定政权方向的关键作用，⑧他们既是北方政权趋向“中华”的引领者、谋划者，
同时也是为胡族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

显然，胡人对衣冠士人的倚重及中原衣冠士人“率与胡人合作”，既体现了胡人对“中华”的积极接

纳，也体现了“中华”所喻指的文化之包容度与开放性。 这种包容度和开放性正缘自“中华”是一个较宽

泛的文化概念。 “中华”能在唐代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正由此概念的这一特质所决定。

四、对“中华”概念的几点认识

毫无疑问，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的胡汉互动与融合，是我们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也是理解

唐以后以“中华”所指称的人们共同体为何得以扩大的关键环节。
综上，对于“中华”概念，可得出如下认识：
１．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曾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⑨颇有见地。 稍感遗憾

的是，若能将隋唐也包括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范围，则更为全面和贴切。 从很大程度说，“中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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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一八一《礼志一》，第 ２７３４ 页。 为配合此说法，《魏书》称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并记：“黄帝以土德为
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样，鲜卑拓跋氏即成为中华始祖黄帝的后裔。 《魏书》卷一《序纪一》，
第 １ 页。
《魏书》卷一八一《礼志一》，第 ２７４７ 页。
《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第 ４６４ 页。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附子显宗传》，第 １３４１ 页。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富平县……周闵帝于富平县置中华郡，武帝省郡，以县属冯翊。”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９ 页）；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７ 页；车宝仁：《黄帝铸鼎关中荆山之我
见》，《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３ 页。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５４—２６１ 页。
对于衣冠士人在北方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史籍不乏其载。 如《晋书·载纪石勒下》：“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
（第 ２７５６ 页）；《晋书·载纪苻坚上》：“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第 ２８８５ 页）；《魏书·崔浩传》记拓跋焘
告臣下曰：“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实。”（ 第 ８１９ 页）；《魏书·李孝伯传》：“军国之谋，咸出
孝伯。” （第 １１７２ 页）。
过去我们多习惯于将北方政权称作“胡族政权”，其实此说法并不准确，北方政权的性质其实是“胡族贵族与中原
士人联合”，是“胡汉贵族联合政权”。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两晋南北朝》。



崩溃与扩大”正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历史的核心主题。 但这一时期，“中华”的扩大正缘自于“胡入中

华”，缘自于北方民族大规模冲击与融入“中华”体系。 唐宋人曾将北方民族入据中原称作“五胡乱

华”，①此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传统史学观念的普遍“史识”。 对此，前辈学者马长寿曾一针见血

指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

和不正确的。 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

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所以引出‘五胡乱华’的错误结论。”②事实上，“五胡乱华”的根本错误是把

“五胡”与“华”进行了区隔，将两者截然对立。 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出于狭隘民族立场的一种偏

见。 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了原有“中华”体系的崩溃。 但另一方面，经过漫长的融合与

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的扩大。 就此意义而言，永嘉南渡后中原朝臣、士人所言“中华湮没”“中华

覆败”“中华荡覆”之“中华”，同唐人语境中“有唐中华之国”的“中华”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在民

族、文化构成以及精神气质上均已有本质差异。 这种差异，诚如陈寅恪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指出：“取塞

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③唐

代的“中华”面貌显然已焕然一新，并已具有“创空前之世局”的蓬勃活力。
２． “中华”一词始于胡汉的区分，却终于胡汉的融合。 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中

华”一词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汉人”概念，而是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它的边界开放而模糊，既不对

胡族设限，胡族对其也无明显的抵触与排斥。 “中”是中国。 “华”则是一个与“衣冠”相类、具有喻指

“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高”的象征词语，它源自古代“冕服采章曰华”的语义，具有章太炎所言“以为

华美，以为文明”的内涵。 因此，“中华”并非族别称谓，亦非“华夏”之义，而是较宽泛的文化概念。 特

别是“中华”之“华”所具有的以“衣冠礼乐”来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给“中华”这一概念带来了极大

的包容度和开放性。 入唐以后，“中华”一词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被广泛使用的事实，清楚地告

诉我们，“中华”概念的实质是“华夷融合”。 从很大意义上说，这正是后来历史发展中被“中华”所称

谓的人们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
３． 陈寅恪对南北朝时期胡汉关系有一深刻论断：“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大抵以

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国，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④此论断已为当时“中
华”概念的特点及胡族融入“中华”之事实所充分印证。 故“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既是

我们认识两晋南北朝胡汉互动、融合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中华”概念的重要切入点。 两晋南北朝

至隋唐是“中华”概念产生、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从最初较为刚性

地用于区分胡汉，到逐渐地兼容胡汉、兼容南北，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这正体现了

此概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度。 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概念的精髓正在于“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在于文化上的

开放性与包容度。 这或许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后来中国历史中被“中华”所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即今之

“中华民族”）不断拓展、扩大之核心问题。

（责任编辑：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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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ｉｖ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ｉｖｉｄ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Ｑｕ Ｑｉｕｂａｉ'ｓ ｆ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Ｓｈｉ Ｓｈｕｏ
　 　 Ｉｔ 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ｅ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Ｈｕ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ｕ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ａｌｉ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ｎａｍ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Ｈｕ”，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Ｈｕ⁃Ｈａｎ ｓｙｚｙ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ｅｇ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 ａｎｄ Ｈａｎ， ｂｕｔ 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 ａｎｄ Ｈ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ａ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ｅｒｍ ｎ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ａｘｉａ”， ｂｕｔ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Ｈｕａ” ｏｆ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ｄｒｅｓｓ，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Ｈｕａｙｉ”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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